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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 本文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 ２００３ 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 ＤＶＡＲ） 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１）
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

显著为正； （２） 影响渠道检验发现， 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

出口 ＤＶＡＲ 的显著中介变量， 而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 效

应不显著， 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３） 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

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 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

倒逼企业提升出口 ＤＶＡＲ， 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 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 贸

易方式、 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 同时促进金融市

场发展，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以 “绿色发展” 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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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加入 ＷＴＯ 以来， 中国凭借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ｓ）， 以出口为导向

带动经济高速发展， 逐渐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但在贸易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
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 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率平均不足 ７０％， 与发达国

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①。 基于这一原因， 贸易总额无法准确衡量中国真实贸易利

得。 ２０１８ 年美国制造中美贸易摩擦的理由之一是两国之间长期存在巨大贸易顺差，
而根据最新发布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中美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 如果用增加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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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 两国顺差将缩小 ５０％左右①。 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可以在保持出口总

额不变的同时增加贸易利得， 从而兼顾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收支平衡。
然而中国现阶段的环境质量仍然堪忧， 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 《环境绩效

指数报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中国环境绩效的世界排名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９４ 名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２０ 名。 相关研究表明工业污染是造成中国大气污染的主

要原因 （林伯强和蒋竺均， ２００９） ［１］。 中国工业体系较为完善， 工业增加值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期间年均增长约 ９􀆰 ９８％， 对经济发展贡献超过三成②。 工业发展在创

造红利的同时也使环境不断恶化， 生态污染不仅降低居民生活质量， 也给中国带来

８％－１５％的 ＧＤＰ 损失 （韩超和胡浩然， ２０１５） ［２］。 环境质量改善需要政府实施环境

规制 （张红凤等， ２００９） ［３］。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中央环保督察组对河北、 江苏等 １０ 个

省、 直辖市、 自治区进行 “回头看”， 所有省份均存在违规现象。 这便提出一个问

题： 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 其背后机理又是什么？ 已有文献以出口

总额代理企业绩效分析了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 但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 出口国内

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能更准确地衡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真实利得。 因此正确评估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对于打好生态攻坚战、 促进中国经济实现

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 第一， 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代替出口规模，

实证分析 ２００３ 年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贸易利得的影响； 第二， 发现环境规制会对

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异质性影响， 然后从 ＴＦＰ 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两

个渠道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此外还从垂直效应进一步研究非国有企业降低进口中间

品使用比的方式； 第三， 区分不同地区、 贸易方式和行业比较优势研究了环境规制

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差异化影响， 讨论了行业和地区层面特征变量的调节效应，
为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贸易利得的影响提供更为全面的经验证据。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环境规制对出口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早期研究大都基于行业比较优

势或 企 业 出 口 总 额 等 视 角 展 开 （ 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４］； Ｓｈｉ ａｎｄ Ｘｕ，
２０１８［５］）， 而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国外增加值比重，
且中国整体出口附加值率较低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６］；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７］），
因此以出口总额作为代理变量会高估企业贸易利得。 近年来微观层面的研究开始选

取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衡量企业获利能力， 一些学者也力求准确测算中国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８］； 张杰等， ２０１３［９］ ）。 后续研究分别从贸易自由化、
进口中间品质量、 汇率等角度考察了 ＤＶＡＲ 的影响因素 （王孝松等， ２０１７［１０］； 诸

竹君等， ２０１８［１１］； 余淼杰和崔晓敏， ２０１８［１２］）， 但鲜有文献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从微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下面本文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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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已整理成表格， 备索。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通过一个理论框架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参考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模型设定， 具体推导过程备索， 求解最优化问题

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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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 和式 （２） 表明边际成本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呈负

相关。 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企业产品价格和数量信息， 因此无法直接计算企业边际

成本。 已有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会影响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１３］； Ｍｅｌｉｔｚ ａｎｄ 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８［１４］）， 即 ＴＦＰ 越高， 企业边际生产成本

越低。 因此， 本文选取 ＴＦＰ 代理企业边际成本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７） ［１５］， 根据

上文可得企业 ＴＦＰ 与出口 ＤＶＡＲ 正相关。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最终呈现何种

影响取决于规制政策对这两种因素影响的正负及相对大小。 下面本文进一步分析环境

规制如何通过企业 ＴＦＰ （ ｃ ） 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 （ ＰＩＭＩ

ＰＭＭ
） 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首先对生产率渠道进行分析。 ＴＦＰ 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已有大量学者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 发现存在 “遵循效应”
（Ｇｒａｙ， １９８７） ［１６］和 “补偿效应”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９１） ［１７］ 两种机制。 后续学者基于不同前

提和样本选取不同方法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 但所得结果不一 （Ｊａｆｆｅ ａｎｄ Ｐａｌｍｅｒ，
１９９７［１８］； 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２００２［１９］； Ｙ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２０］ ）。 理论方面， 一些文献尝试从效

应时间长短 （张成等， ２０１１） ［２１］及政策强度 （王杰和刘斌， ２０１４） ［２２］的不同对此进行

解释， 但学界对于环境规制的生产率效应仍无统一观点。 环境规制效应的异质性以及

学者对环境规制衡量的主观性是造成研究结果迥异的两个重要原因 （张成等，
２０１１）， 且用综合指标代理环境规制也难以处理内生性问题 （Ｙ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因

此， 选取适当方法研究是准确评价环境规制对企业 ＴＦＰ 影响的重要前提。 综上， 环

境规制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不确定， 既可能通过提高 ＴＦＰ 进而促进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
也可能降低 ＴＦＰ， 抑制出口 ＤＶＡＲ 上升； 当规制强度较低时， 可能对 ＴＦＰ 影响不

显著。
然后考察进口中间品渠道。 根据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分解可知， ＤＶＡＲ 会受到

ＴＦＰ 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两方面的影响。 从静态角度分析， 环境规制政策会使企业增

加一定投入用于处理污染 （Ｒｙａｎ， ２０１２） ［２３］， 这会在当期显著提高生产总体成本， 而

企业进口中间品需要支付一定预先成本 （Ｍ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６） ［２４］， 因此企业将选

择减少进口中间品转而使用价格更低廉的本国中间品进行生产； 动态来看， 环境规制

会迫使部分污染严重且盈利能力不足的企业退出市场， 提高污染行业进入成本。 企业

数量减少会降低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 导致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下降， 降低企业进口

中间品使用比。 将上述分析结合式 （２） 可得， 环境规制会通过减少进口中间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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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当规制强度较低时， 这一效应也可能不显著。
综上，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最终影响由生产率效应和进口中间品效应

共同决定： 当生产率效应为正时， 两种效应均会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总体效

应为正； 当生产率效应为负时， 两种效应一正一负， 其相对大小将决定环境规制对企

业出口 ＤＶＡＲ 最终效应的正负； 当规制强度较低且企业资金充裕时， 也可能不受规

制政策的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命题 １。
命题 １： 环境规制会通过生产率效应和进口中间品效应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而

规制政策对 ＤＶＡＲ 的最终影响是两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正负也取决于两种效

应的相对大小。
企业排污存在负外部性， 在环境规制实施前， 企业会选择较低的污染治理水平；

当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后， 企业治污成本提高， 此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效应会受到规制

强度、 企业经营状况、 污染水平、 融资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若企业盈利能力高、 污染

水平低、 融资能力强就会削弱环境规制的影响。 国有企业相对而言企业规模大、 技术

水平高、 受监管更严格且资金雄厚， 往往生产环节比较规范， 污染排放较少。 此外国

有企业在融资能力上具有非对称优势 （Ｗｅｉ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 ２００７） ［２５］， 更容易获得政府补

贴与银行信贷， 其生产行为受环境规制影响相对较弱； 非国有企业里中小型企业较

多， 这类企业研发资金受限， 融资成本较高， 大多数长期从事低技术水平、 低附加值

的生产活动， 企业盈余较少。 此外， 中小型企业数量庞大， 政府监管成本过高， 导致

其排污量可能远高于规定水平。 当政府实施规制政策时， 金融机构出于资金安全考虑

会减少甚至停止借贷， 使企业面临融资困境， 因此其生产行为更容易受环境规制影

响。 综上所述提出命题 ２。
命题 ２： 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抵御负面冲击的能力更强， 在受到环境规制冲

击后所受影响较弱， 可能不会调整企业 ＴＦＰ 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 因此 ＤＶＡＲ 变动

较小。
上述命题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企业在受环境规制影响后生产策略的调整。 从宏观

视角出发， 行业和地区层面的特征变量可能对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产生调节效应。 行

业比较优势会影响企业研发效率， 越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创新难度越低， 研发效率越

高 （Ｊ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２６］。 因此若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影响减少其研发投入， 则具有比

较优势的行业 ＴＦＰ 所受影响也较大。 当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时， 其上游企业竞争性更

强 （吕云龙和吕越， ２０１７） ［２７］， 供给的本国中间品更多， 可以使下游企业减少更多进

口中间品使用。 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当地企业绩效的重要调节变量， 较高的市场化水平

可以增强创新溢出效应， 提高企业创新效率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２０１６） ［２８］， 因此市场化水

平会加强环境规制对企业 ＴＦＰ 的影响。 此外市场化水平还会影响企业竞争强度， 使

其为下游企业提供价格更低、 种类更多的中间投入品。 当下游企业受环境规制影响

时， 可以用更多本国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
命题 ３： 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效应可能受到行业比较优势和地区市场

化程度的条件影响。 行业比较优势和地区市场化指数会增强环境规制对企业 ＴＦＰ 和

进口中间品使用比的效应， 当生产率效应为正时， 调节效应为正， 此时进口中间品使

０２１

贸易与环境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用比调节效应为负， 则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调节效应为正； 若生产率效应为负， 调节

效应也为负， 则 ＤＶＡＲ 的最终调节效应取决于 ＴＦＰ 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这两种调节

效应的相对大小。

二、 研究设计与模型设定

（一） 研究设计

为避免主观选择偏误， 克服反向因果问题， 本文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为准自

然实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 数据样本期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故选择中国生态环境部于 ２００３ 年下发的 《关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

市期限达标工作的通知》 （下文简称 《通知》 ） 作为准自然实验。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原环

保总局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划定方案》 （下文简称 《方案》 ）， 划定 １１３ 个

城市作为 “十五” 期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 并将这 １１３ 个城市依据现有污染情

况区分为 ３９ 个达标城市和 ７４ 个未达标城市， 要求到 ２００５ 年 ３９ 个达标城市继续保

持， ７４ 个未达标城市要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这一方案在 ２００３ 年初正式实施。 工

业企业生产活动是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 因此这一政策实施的重要落脚点为中国工业

企业。 鉴于被选中的 １１３ 个城市与其他未被选中城市经济环境差距较大， 为避免选择

性偏误①， 本文借鉴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９］和 Ｌｉｕ 和 Ｑｉｕ （２０１６） ［３０］的方法， 将 １１３ 个城

市中受环境规制政策影响较大的未达标城市企业作为处理组， 将受规制影响较小的达

标城市企业作为控制组， 实证检验上文中三个命题。
（二） 估计方法

ＤＩＤ 基准模型一般设定如下：
ＤＶＡＲｉｃｔ ＝ β０ ＋ γ１Ｐｏｓｔ ＋ γ２Ｔｒｅａｔ ＋ γ３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βＸｉｃｔ ＋ εｉｔ （３）

但该模型设定更适用于两期数据， 如果为多期面板则应采用类似固定效应模型

的设定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 鉴于本文使用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工业企业与海关数据库

合并的多期面板数据， 参考董香书和肖翔 （２０１７） ［３１］等的处理方法， 设定如下模型考

察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②：

ＤＶＡＲｉｃｔ ＝ β０ ＋ γＤｃｔ ＋ βＸｉｃｔ ＋ μｃ ＋ λｔ ＋ εｉｔ
（４）

其中， ＤＶＡＲｉｃｔ 表示 ｔ 年 ｃ 城市 ｉ 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ｃｔ 为本文核心解释变

量， 在时间 ｔ 若政策冲击已在 ｃ 城市发生， 取值为 １， 否则为零； Ｄｃｔ 项的实质就是时

间与个体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即基准模型的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项； Ｘｉｃｔ 为控制变量， 包括企

业层面的资本劳动比、 规模、 存续年份、 所有制以及行业层面的竞争程度等； μｃ 代表

城市层面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动的特征， 即基准模型的 Ｔｒｅａｔ 项； λｔ 表示年份固定

效应， 即基准模型的 Ｐｏｓｔ 项， 但可以捕捉更多不随个体变化的效应； εｉｔ 是随机干扰

项。 为处理可能存在的组间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 本文的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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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在后面的稳健性检验中会对这一点做进一步验证。
为验证合理性以及稳健性， 本文将在稳健性检验的最后报告利用 ＤＩＤ 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的估计结果。



三、 数据处理、 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借鉴黄先海等 （２０１６）［３２］的两步法， 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

据库相匹配， 并剔除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异常值与缺失值。 最后保留原环保总局发布的

《方案》 中划定的 １１３ 个城市的企业样本， 共得到 ２５ ８０２ 家企业的 ７３ ９３６ 个观测值。
（二） 指标选取与测算

１􀆰 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的测算

借鉴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和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等的研究， 考虑了进口中间投

入、 贸易代理商、 进口中间品使用比异质性以及资本品折旧率等问题， 对中国企业

层面出口国内增加值进行了测算， 具体方法可联系作者索取。
２􀆰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测算

首先对数据进行消除通货膨胀处理， 资本存量按照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 然后

采用 ＡＣＦ 法测算出企业 ＴＦＰ。 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还采用 ＯＰ 法测算了企

业 ＴＦＰ。
３􀆰 其他变量 （控制变量）
根据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３３］研究， 本文主要控制如下变量： 资

本劳动比 （ｃａｐｌａｂ）， 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企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取对

数来表示；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用企业从业人数的对数表示； 企业存续年限 （ａｇｅ），
将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再加 １， 结果取对数得到企业存续年限； 企业所有制

（ｇｙｑｙ）， 如果企业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⑤行业竞争程度 （ｈｈｉ），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表示， 结果汇总在 ４ 位码层面； 进口中间品使用比例 （ ｉｍｒａｔｉｏ），
用进口中间品与中间品投入总额之比来表示。

（三）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命题 ２ 提到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存在外部融资优势， 这一部分利用统计数

据简要观察不同所有制企业特征的异同。 表 １ 显示， 国有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资本劳动比、 规模、 存续时间、 全要素生产率均高于非国有企业， 而非

国有企业的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更高。 统计结果初步表明中国国有企业整体上并非出

口获利能力差、 生产效率低。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非国有企业样本 国有企业样本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ｍａｘ
ＤＶＡＲ ０􀆰 ６８７５ ０􀆰 ２５５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９９７２ ０􀆰 ８３２８ ０􀆰 １８１ ０􀆰 ０１１ ０􀆰 ９９５７
Ｌｃａｐｌａｂ ３􀆰 ９９１７ １􀆰 ５１０５ －６􀆰 ９９６８ １４􀆰 ８４８６ ４􀆰 ３２８５ １􀆰 １７５５ －２􀆰 ９４６９ １４􀆰 ６２５８
ｓｉｚｅ ５􀆰 ５１６９ １􀆰 １７６６ ２􀆰 ０７９４ １１􀆰 ９６５４ ７􀆰 ０９８１ １􀆰 ３０９８ ２􀆰 ３０２６ １１􀆰 ３４４７
Ｌａｇｅ ２􀆰 ０２５５ ０􀆰 ６４０５ ０􀆰 ００００ ５􀆰 ０９９９ ３􀆰 ４５６６ ０􀆰 ７５２２ ０􀆰 ００００ ５􀆰 ０４９９
ＬＴＦＰ ４􀆰 １８２７ １􀆰 ０８０９ －５􀆰 ７３８２ １２􀆰 ０６５６ ４􀆰 ５３８６ １􀆰 １２０２ －１􀆰 ２６９２ １１􀆰 ８２３７
ｉｍｒａｔｉｏ ０􀆰 ２３７２ ０􀆰 ２４９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８ ０􀆰 ０８５９ ０􀆰 １４２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８２６２

注： 非国有企业的样本量为 ７２ ８１９， 国有企业的样本量为 １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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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整体样本估计结果

进口中间品使用受关税变动影响， 且样本期间中国加入 ＷＴＯ， 关税波动较大，
因此本文控制了进口自由化效应①。 表 ２ 第 （１） 列为初步回归， ＤＩＤ 系数显著为

正。 第 （２） — （４） 列分别纳入企业资本劳动比、 规模、 存续年限和所有制， 并

引入 ２ 位码行业层面固定效应， ＤＩＤ 系数均显著为正。 第 （５） 列控制了行业层面

竞争程度和进口自由化程度， 但没有包括行业固定效应， 第 （６） 列则包括了全部

控制变量及行业层面固定效应， ＤＩＤ 系数仍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考虑了遗漏变量、
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 ２００３ 年的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提高了出口企业

ＤＶＡＲ。 表 ２ 结果初步表明 “绿色” 与 “发展” 可实现内在自洽， 保护生态环境可

能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提升贸易质量的驱动力之一。

表 ２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影响估计 （整体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ＩＤ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４６∗∗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３）

ｃａｐｌａｂ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３）

ａｇｅ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１）

ｇｙｑｙ ０􀆰 ０７７６∗∗∗ ０􀆰 ０８７６∗∗∗ ０􀆰 ０７７８∗∗∗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８８） （０􀆰 ００８８）

ｈｈｉ ０􀆰 １７６６∗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９７９） （０􀆰 ０９９４）

ｄｕｔｙ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５）
调整 Ｒ２ ０􀆰 １５８ ０􀆰 １６７ ０􀆰 １７０ ０􀆰 １７１ ０􀆰 １２０ ０􀆰 １７１
Ｙｅａｒ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 ７３ ９３６ ７３ ９３６ ７３ ９３６ ７３ ９３６ ７３ ９３６ ７３９３６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水平。

（二） 分样本估计结果 （按企业不同所有制划分）
基准回归未对企业所有制进行区分。 国有企业可能凭借其自身政治地位

（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ｎｃｅｔ， ２０１４） 和融资的非对称优势 （Ｗｅｉ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 ２００７） 减弱环

境规制的负面效应， 本节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３ 汇报了相关结果。 第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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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进口关税为二位码行业层面， 由产品层面关税按进口额加权平均所得。 产品层面关税来自 ＷＴＯ 官方

网站。



（３） 列为国有企业回归结果， 在添加不同控制变量后， ＤＩＤ 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

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 ＤＶＡＲ 并无明显影响。 第 （４） — （６） 列汇报了非

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 ＤＩＤ 系数显著为正， 即环境规制对于非国有企业 ＤＶＡＲ 有正

向影响。 国有企业效应不显著的原因还不能确定， 是因为两种中介效应正负相互抵

消还是国有企业凭借其自身优势可以更好地应对规制政策有待后文进一步检验。

表 ３　 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影响估计 （分所有制样本）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ＯＥ ＳＯＥ 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ＤＩＤ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２５６）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４）

ｃａｐｌａｂ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９１∗∗∗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ｈｈｉ
０􀆰 ２８４９ －０􀆰 ０６３７

（０􀆰 １８６１） （０􀆰 １０３５）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１４）

ａｇｅ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２１）

ｄｕｔｙ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０６）
调整 Ｒ２ ０􀆰 ２２２ ０􀆰 ２２２ ０􀆰 ２２９ ０􀆰 １５７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８

Ｙｅａｒ ／ Ｃｉｔ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 １１７ １ １１７ １ １１７ ７２ ８１９ ７２ ８１９ ７２ ８１９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水平。

五、 稳健性检验

（一） ＤＩＤ 安慰剂检验

为确保双重差分法得到有效估计， 这一部分进行安慰剂检验。 借鉴蒋灵多和陆

毅 （２０１７） ［３４］的研究， 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ＤＶＡＲ ｉｃｔ ＝ α０ ＋ γｔ ｔｒｅａｔｃ × ｙｅａｒｔ ＋ β′Ｘ ｉｃｔ ＋ μｃ ＋ λ 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交互项为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虚拟变量与 ｔｒｅａｔｃ 项交乘， 样本区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 回归结果显示平行趋势检验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①， 即处理组与控

制组具有可比性。 动态回归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效应逐步加强， 正

向效应存在一定滞后性。 安慰剂检验则分别假定政策实施时间提前为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１ 年， 结果显示 ２００２ 年交互项系数显著性下降， 但仍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２００１ 年交互项系数则不显著。 检验结果没有严格排除安慰剂效应， 由于 《通知》
中所选城市可能不满足随机性， 下面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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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部分均已省略实证结果表格， 备索。



（二）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结果

本节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尝试降低处理组与控制组中企业在政策实

施前的差异。 参考董香书和肖翔 （２０１７） 的处理方法， 按照 １： １ 最近邻匹配方法

对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处理组与控

制组企业之间的协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且偏差绝对值均小于 ２％。 ＰＳＭ－ＤＩＤ 的回

归中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 项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均与表 ２ 和表 ３ 结果一致。 平行趋势

检验、 动态回归中各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及正负与匹配前结果基本相同。 安慰剂检

验的结果显示，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１ 年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 可以认为满足平行趋势

假定， 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三） 更换控制组的稳健性检验

１１３ 个城市是根据该城市是否属于直辖市、 省会城市、 沿海开放城市、 重点旅

游城市以及城市的综合经济能力和环境污染现状划定的。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城市选

择效应， 本节选取其他未被划定城市作为另一控制组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与

前文相反， 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效应不显著， 对国有企业则显著为正。 由于处理

组和控制组可能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存在企业选择性行为， 本文利用 ＰＳＭ 处

理后的样本再次进行检验， 匹配后结果与匹配前和前文均不相同， 各效应不再显

著。 更换控制组后， 处理组与控制组企业在各方面存在较大不同， 且倾向得分匹配

只能减少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差异。 此外， 未被划定城市可能存在污染不达标情况，
因此不应作为控制组。

（四） ＤＩＤ 基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所设定的 ＤＩＤ 模型实质上为两期 ＤＩＤ 模型针对多期面板数据的变形。 本

节利用两期基准 ＤＩＤ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证实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 项的系数符号与显

著性较先前结果相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六、 影响机制分析

理论部分表明， ＴＦＰ 和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

两个重要渠道。 环境规制会提升非国有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但背后存在几种不同作用

路径。 本节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理论部分的分析， 探究环境规制提升企

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作用机制。 参考吕越等 （２０１８） 的做法， 建立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ＤＶＡＲ ｉｃｔ ＝ β１ ＋ γ１Ｄｃｔ ＋ βＸ ｉｃｔ ＋ μｃ ＋ λ ｔ ＋ εｉｔ （６）
ｉｍｒａｔｉｏｉｃｔ ＝ β２ ＋ γ２Ｄｃｔ ＋ βＸ ｉｃｔ ＋ μｃ ＋ λ ｔ ＋ εｉｔ （７）
ＴＦＰ ｉｃｔ ＝ β３ ＋ γ３Ｄｃｔ ＋ βＸ ｉｃｔ ＋ μｃ ＋ λ ｔ ＋ εｉｔ （８）

ＤＶＡＲ ｉｃｔ ＝ β４ ＋ γ４Ｄｃｔ ＋ ωｉｍｒａｔｉｏｉｃｔ ＋ σＴＦＰ ｉｃｔ ＋ βＸ ｉｃｔ ＋ μｃ ＋ λ ｔ ＋ εｉｔ （９）
基准回归表明环境规制只对非国有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影响， 因此表 ４

（１） — （５） 列的中介效应检验针对非国有企业样本。 第 （１） 列 ＤＩＤ 项系数显著

为负， 表明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 第 （２） 列显示环境

规制对企业 ＴＦＰ 不产生显著影响， 结合相关研究可做出如下分析： 环境规制政策

强度较弱， 企业的研发和进口中间品均需要前置资金 （Ｍ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６），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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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会更直接影响企业 ＴＦＰ 这一核心竞争力， 同时其前期投入可能较高， 因此企

业在权衡后选择降低进口中间品使用并保持原有研发投入水平。 进口中间品也会影

响企业的竞争力及出口获利能力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非国有企业降低进口中间品

使用比可能受制于融资约束， 这一点将在下文进行验证。 第 （３） 列将 ｉｍｒａｔｉｏ 纳入

方程中， ＤＩＤ 项不再显著而 ｉｍｒａｔｉｏ 项显著为负， 说明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

制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重要渠道。 此外第 （４）、 （５） 列结果也验证了 ＴＦＰ 是企

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因素之一。
表 ４ 第 （６）、 （７） 列显示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进口中间品使用比 （ ｉｍｒａｔｉｏ）

和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影响均不显著。 这一结果背后存在两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

国有企业拥有外部融资优势， 面对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低成本借贷治理污染， 不会对

生产策略产生影响； 二是国有企业相对而言更易于监管， 且规模更大、 资本雄厚，
其生产环节更加规范， 对污染排放要求更严， 因此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弱。 实证结果

显示环境规制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内、 外部融资约束均无显著影响， 结合上文分

析， 非国有企业选择调整生产策略应对冲击， 而国有企业所受影响微弱。 此外，
ＰＳＭ－ＤＩＤ 结果大体一致， 基本排除选择性偏误问题。

表 ４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ＳＯＥ ＳＯＥ
ｉｍｒａｔｉｏ ＴＦＰ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ＤＶＡＲ ＴＦＰ ｉｍｒａｔｉｏ

ＤＩＤ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３８ ０􀆰 ２１０５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２６７）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３６） （０􀆰 １５８２） （０􀆰 ０１９８）

ｉｍｒａｔｉｏ
－０􀆰 ８４１０∗∗∗ －０􀆰 ８４１５∗∗∗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３４）

ＴＦＰ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１７９ ０􀆰 ２６８ ０􀆰 ７５４ ０􀆰 １７１ ０􀆰 ７６２ ０􀆰 ３５９ ０􀆰 ２３８

Ｙｅａｒ ／ Ｃｉｔ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１ １６８ ６９ ４６９ ７１ １６８ ６９ ４６９ ６７ ８８５ １ ０４８ １ １０６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水平。

七、 进一步分析

（一） 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

加工贸易企业主要利用中国劳动力的低廉成本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贸易获利

能力相对较低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ｎａｇ， ２０１６）。 本节就不同贸易方式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

汇报在表 ５ 中。 第 （１）、 （４） 列表明， 环境规制会显著提升加工贸易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对一般贸易企业则无明显影响。 第 （２）、 （５） 列说明环境规制对两种贸易

方式企业的 ＴＦＰ 均无显著影响。 第 （３）、 （６） 列显示环境规制会降低加工贸易企

业的进口中间品使用比而不会影响一般贸易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技术水平更高、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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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更强， 可利用销售利润筹集资金应对环境规制对成本的负面冲击。 加工贸易

企业更多从事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 企业盈余资金有限， 选择减少进口中间品使

用以治理污染。 综上， 环境规制不对中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

生负向影响。 加工贸易企业通过本国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 提升其出口

ＤＶＡＲ； 一般贸易企业可凭借其盈利优势缓解环境规制的负向冲击， 当规制强度较

弱时将不影响其生产决策。

表 ５　 环境规制对不同贸易方式企业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一般贸易 一般贸易

ＤＶＡＲ ＴＦＰ ｉｍｒａｔｉｏ ＤＶＡＲ ＴＦＰ ｉｍｒａｔｉｏ

ＤＩＤ 　 　 ０􀆰 ０３９６∗∗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５９５∗∗∗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７９１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６７７）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０９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０８０ ０􀆰 １９２ ０􀆰 ０７５ ０􀆰 １６７ ０􀆰 ２５９ ０􀆰 １３６

Ｙｅａｒ ／ Ｃｉｔ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２ ９４４ １２ １４７ １２ ３６１ １８ ４０７ １７ ５６１ １８ ２３９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的显著水平。

（二） 行业比较优势的调节效应

表 ６ 汇报了对比较优势调节效应的检验， 其中交叉项 ＤＩＤ×ＲＣＡ 为关键解释变

量。 表 ６ 中第 （１） — （３） 列和第 （４） — （６） 列分别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

的回归结果。 第 （１） 列显示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可以获得更强的 ＤＶＡＲ 提升效

应。 第 （２）、 （３） 列分别检验了 ＲＣＡ 对中介变量 ｉｍｒａｔｉｏ 和进口中间品质量①的调

节效应， 更具比较优势的行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减少越多、 进口中间品质量也下降

越多。 第 （４） － （６） 列表明国有企业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

论， 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往往规模较大， 上下游供应商也更多， 更容易选择本土

中间品替代。 中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中间品的

技术要求相对较低， 且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几个行业技术水平较低， 中间品替代弹性

较高， 因此企业可以在降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同时保持一定出口竞争力。 实证结果

证实了中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当一国优势行业技术水平较低时， 低成本

是主要竞争力， 企业关注减少成本而非提高质量。 企业面对冲击时会牺牲质量以降

低成本， 这将促使其陷入 “低端锁定”。
（三） 不同地区 （市场化程度） 的影响

本节从地区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差异化效应， 表 ７ 第 （１） － （３） 列分

别利用全样本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东部、 中部、 西部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 其中

仅东部地区效应显著。 地区市场化水平会影响当地企业的经营绩效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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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各行业 ＲＣＡ指数的调节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ＳＯＥ ＳＯＥ ＳＯＥ

ＤＶＡＲ ｉｍｒａｔｉ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ＶＡＲ ｉｍｒａｔｉ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５０４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４２６）

ＤＩＤ×ＲＣＡ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８３∗∗∗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１７５）

ＲＣＡ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７２７∗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３８７）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４１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１６６ ０􀆰 １７８ ０􀆰 ２１７ ０􀆰 ２４０ ０􀆰 ２４８ ０􀆰 ３２９

Ｙｅａｒ ／ Ｃｉｔ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６４ ０７５ ６２ ５５０ ５５ ５０１ ９６０ ９５０ ７７７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 ５％的显著水平。

２０１６）， 第 （４） 列证实市场化程度对非国有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第 （５） 列表明市场化水平对非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 其原因

可能是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区域内上游供应商也越多， 企业便于以低成本搜寻国内中间

品替代进口中间品。 对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显示市场化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实证结

果限于篇幅省略备索。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企业没有产生

显著影响并非说明该地区企业污染程度较低。 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和环保标准日

趋严格， 东部地区企业面临双重压力， 因此将污染部分转向中西部地区成为其选择，
即 “污染天堂” 效应。 中西部地区企业对环境规制政策不敏感是因为 “逐底效应”
的存在： 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一般经济水平也相对落后， 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 采用追逐到底的做法来吸引流动性要素以谋求经济发展。 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

可能执行环境规制政策越严格， 也就越容易受到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

表 ７　 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 ＤＶＡＲ的异质性影响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ｌｌ Ａｌｌ Ａｌｌ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ＥＡＳＴ ＭＩＤ ＷＥＳＴ ＤＶＡＲ ｉｍｒａｔｉ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Ｄ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４０５∗∗ 　 　 ０􀆰 ０４８１∗∗∗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１５２）

ＤＩＤ×Ｍ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６）

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４１）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０２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调整 Ｒ２ ０􀆰 １６３ ０􀆰 １６５ ０􀆰 １８４ ０􀆰 １６９ ０􀆰 １８０ ０􀆰 ２２０
Ｙｅａｒ ／ Ｃｉｔ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６９ ７３１ １ ７１３ １ ３８５ ７２ ８２９ ７１ １７８ ６２ ７２５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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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 以国务院 ２００３ 年发布的 《通
知》 为准自然实验，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显著正向效应， 从不同所有

制角度出发， 非国有企业 ＤＶＡＲ 会受到环境规制的正向影响， 国有企业的效应不

显著； 二是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显示， 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主要渠道， 规制政策没有显著影响企业 ＴＦＰ； 三是进一步研究发现， 环境

规制没有对企业的内、 外部融资约束产生影响， 表明 ２００３ 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可

能强度较低； 四是环境规制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有正向效应， 对一般贸易

企业影响不显著； 更高显示性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有显著正向调节

效应； 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 其 ＤＶＡＲ 越会受到环境规制的正向影响。
本文政策含义如下： 第一， 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加强对环境规制执行的监

督。 中国大气污染情况已得到一定改善， 但空气质量仍存在问题， 其中重要原因之

一是各地方政府担心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影响当地企业发展， 实证结果表明环境

规制没有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负面影响， 政府应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营商环

境， 同时加强对其污染的监督。 第二， 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作用， 推动中小型企业发

展。 国有企业在企业规模、 生产技术、 存续时间、 资本劳动比等方面存在优势， 在

面对强度较弱的环境规制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而非国有企业会被迫调整其生产策

略， 减少中间品进口。 因此促进中小型企业技术升级可以提高其盈利能力以抵御各

种不确定性风险， 国有企业拥有资金优势， 可以在技术研发与生产环节清洁规范等

方面起到示范性作用。 第三， 促进地区市场化改革， 推动地方官员考核多样化。 在

中西部地区执行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导致大量污染性企业无法继续生产。 如果将

ＧＤＰ 水平作为官员唯一考核标准容易引发 “逐底效应”， 使中西部地区成为 “污染

避难所”。 推动地区市场化发展可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增强企业活力， 帮助其减

轻环境规制对成本的不利影响。 在此基础上将环境保护、 产业转型升级等内容纳入

官员考评体系， 给落后地区调整空间， 引导其根据地方特色开发清洁型产业， 实现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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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７０ ａｎｄ

１９７７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ｃｔ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２，１１０
（６）：１１７５—１２１９．

［２０］ＹＩＮ Ｊ Ｈ，ＺＨＥＮＧ Ｍ， ＣＨＥＮ Ｊ􀆰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Ｏ２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５（７７）：９７－１０８􀆰

［２１］张成，陆旸，郭路，等 􀆰 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Ｊ］ ．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４􀆰
［２２］王杰，刘斌 􀆰 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４，（３）：４４－５６􀆰
［２３］ＲＹＡＮ Ｓ Ｐ􀆰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１２，８０（３）：

１０１９－１０６１􀆰
［２４］ＭＡＮＯＶＡ Ｋ， ＹＵ Ｚ􀆰 Ｈｏｗ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ｖｓ􀆰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２０—１３７􀆰
［２５］ＷＥＩ Ｓ Ｊ， ＤＯＬＬＡＲ 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ｉｒ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７，１３１０３􀆰
［２６］ＪＵ Ｊ，ＬＩＮ Ｊ Ｙ， ＷＡＮＧ 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

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７６）：２４４－２６３􀆰
［２７］吕云龙，吕越 􀆰 上游垄断与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经验证据［ Ｊ］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７，３８（８）：９８－１１１􀆰
［２８］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Ｐ􀆰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４４（４）：９０２—９１８􀆰
［２９］ＬＵ Ｙ， ＹＵ 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ｐ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７（４）：２２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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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ＬＩＵ Ｑ， ＱＩＵ Ｌ 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Ｐａｔｅｎｔ Ｆｉｌｉｎｇ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０３）：１６６－１８３􀆰

［３１］董香书，肖翔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利于产值还是利润———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证据［ Ｊ］ ．管理

世界，２０１７（７）：２４－３４􀆰
［３２］黄先海，诸竹君，宋学印 􀆰 中国出口企业阶段性低加成率陷阱［Ｊ］ ．世界经济，２０１６，３９（３）：９５－１１７􀆰
［３３］吕越，盛斌，吕云龙 􀆰 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 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５）：

５－２３􀆰
［３４］蒋灵多，陆毅 􀆰 最低工资标准能否抑制新僵尸企业的形成［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８－１３６􀆰

（责任编辑　 蒋荣兵）

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Ｙｉ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ｎｈａｉ　 ＹＵ Ｘｉ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０６，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 （ ＡＳＩＦ ）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ａ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ａｄ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Ｋｅ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０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ｏｕｇｈ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Ｋｅ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ｎｏ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ｕｓｅ ｒａｔｉｏ ｉｓ 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ｈｉｌｅ ＴＦＰ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ＶＡＲ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ｒａｄ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ＶＡＲ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
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ｍ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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